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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资产入表的法律配置

张素华*

内容提要 “数据资产入表”是一个法学与会计学交叉的问题。当下数据

资产入表面临数据确权规范缺失、数据质量评估计量规范欠完备、数据资产经

济利益流入不确定等法律困境。但这些问题只能在数据资产入表的过程中通

过法律规则的配置逐一纾解。就数据确权与合规审查而言，应以“数据二十条”

之数据产权制度为遵循，以数据持有权为中心进行权利配置，对数据来源、数据

处理、数据流通环节进行合规审查。就数据质量评估与安全保障而言，应扩充

质量评估指标类型并区分主客观维度；同时明确数据处理者的数据安全保护

义务，并发展数据安全监测评估、认证服务。就经济利益流入分析而言，应因循

无形资产或存货流入路径，结合应用场景、生命周期、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等因

素综合研判。就列报而言，依《暂行规定》藉由“无形资产 / 存货”列报并采

历史成本计量为务实做法；理想方案则是单独制定数据资产会计准则并采公

允价值计量。于披露而言，则应采强制披露与自愿披露相结合的模式。

关键词 数据资产入表 数据确权 数据质量 数据安全 价值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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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数据资产入表”涉及法律与会计两大学科的交互。跨学科法律研究有助于破除学

科间壁垒，求得融贯性真知。(1) 法学与会计学交叉研究即为适例。(2) 法律与会计看似各自

为政，实则彼此协力、相辅相成：一方面，会计强调“依据法律事实记账”，(3) 权责发生制

下“企业是否享有权利或承担义务”有赖于法律层面对权利义务的准确界定；另一方面，

日趋复杂的金融交易与随之而来的监管诉求，使得几乎所有的商事立法均须在某种程度

上与会计原则和实践相契合，(4) 后者在法律解释与适用层面发挥技术性校正作用 (5)。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财富与经济价值

的来源不再全然是实体物质产品的生产，数据等无形财产逐步占有一席之地并愈显重

要。(6) 2022 年 1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

素作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数据二十条》），明确提出要“探索数据资产入表新模式”。

为推进上述政策落实，财政部于 2023 年 8 月、12 月相继发布了《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

计处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关于加强数据资产管理的指导意见》（以

下简称《指导意见》），分别从技术层面与管理层面为数据资产入表提供指引。

数据资产入表具有重要意义。于国家而言，既可直面数字经济，推动数据财政体系

构建；也可促进数据流通利用，推动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进程，充分释放数据要素新

质生产力。于企业自身而言，将信息化建设费用由损益类变为资产类（符合资产确认条

件时），可减少投入期对公司利润的一次性影响；入表后，数据要素价值及其对企业财务

状况的贡献得以借助报表呈现，企业（尤其是互联网公司）的财报数据不再“失真”；此

外，数据资产入表还能显著提升企业整体估值。

尽管“数据资产入表”具有重大意义，国家在政策层面也予以了积极支持，但在实

务中却举步维艰。《暂行规定》和《指导意见》施行后，头部数据要素型企业（如阿里、

腾讯等）对数据资产入表仍持犹豫、观望立场，究其原因，主要出于对法律层面监管风险

的疑虑。(7) 但数据资产价值实现的探索过程一直处在不断发展中：2022 年 10 月 22 日，

北京银行城市副中心分行成功落地首笔 1000 万元数据资产质押融资贷款，获得贷款的

(1) 参见郑永流：《法律的“交叉”研究和应用的原理》，载《中国法学》2018 年第 4 期，第 124-139 页。

(2) 如公司法与会计的交叉研究，参见刘燕：《重构“禁止抽逃出资”规则的公司法理基础》，载《中国法学》2015 年第 4
期；又如货币法与会计的交叉研究，参见李敏：《数字货币的属性界定：法律和会计交叉研究的视角》，载《法学评论》

2021 年第 2 期；再如保理法与会计的交叉研究，参见张素华、李鸣捷：《保理合同中“将来应收账款”释论》，载《华东

政法大学学报》2023 年第 2 期。

(3) 参见周华：《法律制度与会计规则——关于会计理论的反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48 页。

(4) See Willard J. Graham, Law and Accounting, The North Carolina Law Review, Vol.17:19, p.24 (1938).
(5) See Irmie Emil Popa & Adrian Inceu, Law and Accounting Interference, Jura: A Pecsi Tudomanyegyetem Allam-es 

Jogtudomanyi Karanak Tudomanyos Lapja, Vol.1:141, p.141 (2006).
(6) See Nevine El-Tawy & Magdy Abdel-Kader, Accounting Recognition of Information as an Asset,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Vol.39:333, p.333 (2013).
(7) 参见赵治纲：《数据资产入表的战略意义、问题与建议》，载《会计之友》2024 年第 3 期，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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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克佳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入选全国首批数据资产评估试点单位，也成为北京市首

批数据资产入表的试点企业；(8) 随后深圳微言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光大银行深圳分行

授信审批，成功获得数据资产增信贷款额度 1000 万元；(9) 近日，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

与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度合作，成功发放首笔基于上海数交所推出的数据资产信贷服务产

品“数易贷”的数据资产质押贷款 (10)。随着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加速推进，数据要素在金

融服务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尽管质疑数据资产入表的声音不绝于耳，但不可

否认的是，上述融资担保行为都离不开数据资产入表的支持。

“数据资产入表”是一个法学与会计学交叉的问题。对此，在会计方面，《企业会计

准则——基本准则》第 20、21 条明确规定了一项现实资源可被确认为会计资产的要件；

但在法律规范供给层面，目前存在数据确权法律规范缺失、数据质量评估计量法律规范

欠完备、数据安全保护法律规范欠周延等一系列阻碍数据资产入表的法律困境。如果不

能在法律规则上得到纾解，数据作为资产入表就可能成为虚假财务信息，这也是当前绝

大多数企业对数据资产入表最为担心的问题。“法律对于理解并彻底解决会计所面临的

问题是极其必要的”(11)，因此，本文以数据资产入表的过程为线索，逐一纾解数据资产入表

过程中存在的法律障碍，从而为数据资产入表的实现提供法律支持。

二、数据资产何以入表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 20、21 条，一项现实资源可被确认为会计

资产并入表的标准有三：一是由企业拥有或控制，二是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入企业，三

是价值能够可靠计量。如何判断数据是否满足了该三项要件，是其作为资产入表的前置

性问题。实践中，有些数据资源可能因不符合资产的定义而不能入表，或者虽然符合资

产定义但不满足资产入表的三项要求，也不能作为资产入表。下面分别予以分析。

（一）由企业拥有或控制

资产入表的首要前提是企业对其“拥有或控制”。美国会计学者佩顿曾指出，犹如

来自附近河流的水资源通常不能计入报表，某物即使具备一定经济价值，倘不能为企业

有效控制，仍然无法作为资产入表。(12) 就数据资产中的“企业拥有或控制”存在两种见

解：一种认为，“拥有”对应法律上的所有权，而“控制”即控制权，故可形成“以所有

(8) 参见浦俊懿、陈超、谢忱：《计算机行业：数据要素地方政策高频落地 杭州、深圳先行先试》，载新浪财经网，https://stock.
finance.sina.com.cn/stock/go.php/vReport_Show/kind/industry/rptid/730502357598/index.phtml，2024 年 2 月 26 日访问。

(9) 参见陈晓、宾红霞、柳时强：《广东改革开放迈上新台阶 “两个重要窗口”作用凸显》，载南方网，https://gddj.southcn.
com/node_90e812bd4a/b835c4b7b9.shtml，2024 年 2 月 26 日访问。

(10) 参见宋薇萍：《上海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实现新突破：“数易贷”首笔数据资产质押贷款发放》，载中国证券网，https://
news.cnstock.com/news,jg-202402-5193819.htm，2024 年 2 月 26 日访问。

(11) Elmer W. Hills, Correlation of Instruction in Business Law and Accounting,  Am. L.Sch. Rev., Vol.6:524, 526 (1929). 
(12) 参见［美］威廉·安德鲁·佩顿：《会计理论——兼论公司会计的一些特殊问题》，许家林、董峰译，立信会计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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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为基础的绝对支配”与“以合同为基础的相对控制”二元并存的局面；(13) 另一种认为，

企业享有数据资源控制权即可，不以所有权为必要 (14)。笔者以为，“拥有或控制”中应以

“控制”为核心。首先，从政策指引角度看，国家发改委已明确指出，在数据确权问题上

应“淡化所有权、强调使用权，聚焦数据使用权流通”。(15) 其次，从数据特征角度看，可复

用性、非排他性意味着数据可由数人同时、全面地支配，无法容纳所有权概念。再次，从

体系解释角度看，新收入准则中收入确认标准是“控制权转移”，所有权变动仅为控制权

转移的原因之一。(16) 例如在新租赁准则中，融资租赁出租人于租赁开始日须终止确认资

产；(17) 此际，承租人因对租赁物享有控制权而将该项资产入表，尽管法律上租赁物所有权

仍归属于出租人。最后，从域外视角看，尽管《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财务报告概念框架》

（以下简称《IASB 概念框架》）于 2018 年历经重大修订，且资产定义遭遇大修，但修订

前后就“企业与资产间关系”这一问题的文本表述无任何变化，皆为“控制”（而非“拥

有或控制”）。新近研究指出，《IASB 概念框架》就资产定义的更新为数据资产界定提

供了新思路，殊值重视。(18)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下，无论是数字型企业还是传统行业，

在生产经营中都汇聚了大量数据，有的数据是自行采集的、有的数据是企业在生产运营

中附带产生的、还有的数据则是由企业通过交易的方式取得的，这些数据都可以合法地

由企业持有、归企业所控制，能够满足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要求。

（二）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入企业

能够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流入，是会计资产最本质的特征。(19)“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

流入企业”要件涵括两层意义。第一，具有产生经济利益的潜力。根据《IASB 概念框架》

第 4.5、4.14 条，在经济利益流入企业层面，资产的关键表征在于其具备产生经济利益的

潜力。第二，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仅具备产生经济利益的潜力（或享有某项收益

权利）尚不足够，关键在于此种潜力能真正落实，客观上很可能为企业带来真金白银的

经济流入。比如某从事数据产品开发服务的企业对轨道交通领域的某细分行业的数据

进行汇聚，并形成了相关的分析工具。但由于该细分行业尚处在培育初期，不仅缺乏统

一的行业规范标准，而且行业认可度也不高，导致该企业开发的相关分析工具难以找到

需求方，也就无法满足“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的资产确认条件。因此，理解“经

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需注意两点：其一，“很可能”是一种会计判断，概率分布落于

(13) 参见刘冰：《论数据资产化的法律障碍及破解路径》，载《中国法律评论》2023 年第 2 期，第 59 页。

(14) 参见罗玫、李金璞、汤珂：《企业数据资产化：会计确认与价值评估》，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

第 5 期，第 198 页；张俊瑞、危雁麟：《数据资产会计：现状、规制与展望》，载《财会月刊》2023 年第 12 期，第 4 页。

(15) 参见潘洁：《构建数据基础制度 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同志答记者问》，载中国政府网，

http://www.gov.cn/zhengce/2022-12/20/content_5732705.htm，2024 年 2 月 26 日访问。

(16) 参见《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第 13 条，其中第 2 项规定的是所有权转移。《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5 号》

结论部分亦指出，若某主体承受资产所有权的风险报酬，则意味着其对资产可能享有控制权。参见《财务报告概念框

架》，中国会计准则委员会组织翻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25 页。

(17) 参见《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第 38 条第 1 款。

(18) 参见徐攀、李杰义：《企业数据资产入表路径：框架与实践》，载《财会月刊》2024 年第 7 期，第 58 页。

(19) 参见刘燕：《会计法》（第 2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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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5％区间，(20) 此种判断的作出须配置相应内控措施。其二，“流入”可与其他资

源结合考察，根据《IASB 概念框架》第 4.16（3）条，经济利益流入企业既包括单独流入，

亦涵括与其他资源相结合共同带来经济流入。其三，经济利益流入因企业类型不同而有

差异。就数据要素型企业而言，数据资源所带来经济利益流入通常是不言而喻的；而就

非数据要素型企业而言，在经济利益流入分析上应重点考察数据资源对传统产业的赋能

作用。例如，平台可借助算法和算力，对在零售业务中获取的用户浏览数据、支付信息、

店铺停留时间等数据进行二次价值挖掘，实现精准营销、提升配送效率。由此可见，在数

字经济时代，数据对于企业的价值是全方位的，既可以无形资产的方式作用于生产经营

过程，也可以存货的形式交易获利。

（三）价值能够可靠计量

“价值能够可靠计量”要件源自会计基本假设之货币计量——倘某经济资源价值难

以量化，自无作为资产入表之可能。一般认为，资产评估基础方法有三：第一，成本法。

其理论基础是生产费用价值论，即商品以其生产费用价值为基础进行交换，生产费用源

于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的投入。(21) 第二，收益法。其理论基础是效用价值论，即商品

的边际效用决定了购买者对商品的购买倾向，资产的价值与其边际效用呈正比。(22) 于估

值视角考察，资产的效用体现为其未来所能产出的收益，资产的经济实质是企业于未来

获取的现金流，(23) 其估值应反映未来现金流量的折现结果 (24)。第三，市场法。其理论基础

是均衡价值论，即市场经济下资产价值由市场主导、受供需关系影响，供需达致平衡时的

均衡价格即为资产价值。(25) 在《暂行规定》框架下，数据资源目前是因循既有路径，通过

确认其为无形资产或存货而使其成为表内资产；由此，数据资产估值原则上采成本法，初

始计量层面主要涉及成本的归集与分摊，后续计量层面主要涉及摊销与减值测试。

三、数据资产入表中的数据确权与合规审查

（一）数据确权

会计资产确认标准中的“拥有或控制”与“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入企业”要件

是否意味着企业须对特定资产享有法律上之权利？对此，域外学理曾有争论。(26) 新近通

(20) 参见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组织编写：《会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198 页。

(21) 参见［英］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要义》，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第 51-59 页。

(22) 参见［美］肯尼斯·福赛思·麦克尼尔：《会计中的真实性》，龚翔等译，立信会计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04 页。

(23) 参见［美］詹姆斯·R. 希契纳、［美］迈克尔·J. 玛德：《资产价值评估工作手册：分步练习和测试》（第 3 版），张志强、

史诗、王涛译，商务印书馆 2016 年版，第 191 页。

(24) 参见［美］肯尼斯·R. 费里斯、［美］芭芭拉·S. 佩舍雷·佩蒂：《资产评估》，刘祥亚、贾哲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2 页。

(25) 参见李贺编著：《资产评估基础》（第 3 版），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24 年版，第 57-58 页。

(26) See Brain Booth,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as a Coherent Syste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ccounting Standards, ABACUS, 
Vol.39:310, p.311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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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认为，资产可得入表并非源于其自身经济属性，关键须以法定权利为其背书，即具有法

律上的权利根据。(27) 因此，数据确权是数据资产入表的首要前提。(28) 倘企业将数据资产入

表，后经审计被证实不享有相关数据权利，不论是作为差错更正追溯调整，抑或是作为期

后事项予以确认，均构成对原先会计确认的纠正。

《数据二十条》强调“推动建立企业数据确权机制”。鉴于“数据资产入表”的财

务属性，该议题下的法律确权主要需解决数据财产权益的配置问题。笔者认为，确权环

节以认定企业对数据具备持有权和利用权为目的，具体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企业对数据

享有持有权；第二，企业享有数据持有权的同时，拥有数据利用权。

1. 企业享有数据持有权

前已述及，会计资产确认标准中“拥有或控制”系以“控制”为核心。对此，法律

层面的权利配置为数据持有权，该权利的特性和权利客体分述如下：

（1）数据持有权的特性

数据持有权是持有者依法享有的对数据自主管控、免受不法侵害的权利，具有消极

的排他性，其权利主体是数据生产者或受让者（置于数据资产入表场合对应内部生产与

外部购入两类进路）。理解该权利须将持有与民法上的占有加以辨析。就共性而言，二者

均追求秩序价值；占有的核心机能在于维护财产秩序，而数据持有权的创设亦旨在维护

数据流通秩序。就区别而言，第一，客体不同。占有的客体是有体物，而持有的客体是无

体物；于后者，权利人通常需借助特定媒介实现对客体的持有。当数据持有人藉助数据

载体持有数据时，对数据的调用与对数据载体的占有不可分离。(29) 这就意味着侵害数据持

有权的形式通常为侵入网络云盘、侵入或者侵占存储硬盘、盗用数据接口等，此有别于侵

害占有场合对有体物直接的占有侵夺。第二，排他性强弱不同。占有之事实状态令占有

人获得如同所有权人般对标的物的绝对排他力。而数据持有呈现相对排他力：一方面，

数据于事实层面的非排他性无碍于法律层面就其持有赋予排他力。(30) 财产法上“排他性”

侧重于规范层面，旨在保障权利人就特定财产的价值实现不因他人使用而减损。此种处

理规范不因客体有形或无形而异其适用；尽管数据在客观上可被无限复制，但放任此种

行为将致持有企业丧失“人无我有”的商业优势，导致数据价值实现目的落空。(31) 另一

方面，数据较于传统有体物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在客观上能够为多个权利主体同时用益，

因此，为促进数据流通利用，以数据作为客体构建权利不宜采独占性的绝对排他进路。(32)

(27) See Nevine El-Tawy & Magdy Abdel-Kader, supra note 6, 337.
(28) 参见孙莹：《论数据权益客体中的基本范畴》，载《东方法学》2024 年第 1 期，第 36-37 页。

(29) Vgl. Herbert Zech, Information als Schutzgegenstand, Mohr Siebeck, 2012, S.119.
(30) See Bertin Martens et al, Business to Business Data Sharing: An Economic and Legal Analysis, JRC Working Paper on 

Digital Economy, No. 2020-05, p.14.
(31) 参见沈健州：《数据财产的排他性：误解与澄清》，载《中外法学》2023 年第 5 期，第 1169 页。

(32) See Alberto De Franceschi & Michael Lehmann, Data as Tradeable Commodity and New Measures for Their Protection, The 
Italian Law Journal, Vol.1:51, p.55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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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数据持有权应置于数据产权双阶二元结构中考察。(33) 所谓双阶是指

数据的生产阶段和数据的流通阶段。在第一阶数据来源者权与数据持有权的权利关系

结构中，数据来源者作为数据价值来源主体享有数据来源者权，数据生产者作为数据持

有者享有数据持有权，二者共同构成“来源者权—持有权”体系。这一体系旨在通过授

权与被授权、同意与被同意等机制在数据生产阶段实现数据初始利益的分配。在第二阶

数据持有权与数据利用权的权利关系结构中，数据利用权人可从数据持有权人处获得具

利用性的数据产权。可见，数据生产者的持有权是数据权属结构的核心与中枢，向前链

接数据来源者，向后赋权数据利用者。

（2）数据持有权的客体

基于数据价值生成链条，企业数据可类型化为原始数据、数据集合与数据产品。但

作为数据持有权客体，具有入表可能的原则上限于数据集合与数据产品，不包括原始数

据。从规范目的角度看，在原始数据之上设立持有权不利于生产环节对数据价值的发掘，

悖于“促进数据开发利用”之目的。原始数据是数据生产的主要原料，经处理加工后生

产出具有独特性的数据集与数据产品，非竞争性决定了原始数据之上可由数个数据处理

者并行不悖地挖掘其价值。(34) 是故，为促进数据开发利用，宜将原始数据划入公共资源范

畴，其上通常不设财产权。(35) 相形之下，处于数据价值生成链条第二、三阶段的数据集与

数据产品则具有赋予持有权之必要，具备入表可能。以数据集为例，较于原始数据，企业

数据集的形态与价值趋于固定，且通常系于对原始数据进行加工、投入劳动价值后生成，

赋予持有权有助于避免“公地悲剧”，走出“丛林法则”。

此外尚需进一步讨论的是，数据持有权客体中的数据集是否涵括公开数据集。这关

涉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两层面之检讨：于前者，由于数据公开后可供他人访问，访问者客

观上确实有能力以低廉边际成本复制数据并为己所用；但于后者，是否允许擅自复制公

开数据则是另一个问题。企业持有的公开数据集具有信息产品“再利用成本极低而初

始生产成本较高”(36)的特点，针对公开数据集的爬取使得后发企业可以极低代价轻易攫取

数据资源，而此通常乃在先企业通过人财物之不菲投入、“捕获”原始数据并处理后取

得；(37)尽管作为数据集来源的原始信息具有非稀缺性，但此无碍于经处理后的数据集稀缺 
 

(33) 详细论述参见张素华、王年：《数据产权“双阶二元结构”的证成与建构》，载《中国法律评论》2023 年第 6 期，第

139-155 页。

(34) See Charles I. Jones & Christopher Tonetti, Nonrivalry and the Economics of Dat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110:2819, p.2819 (2020).

(35) See Vera Bergelson, It’s Personal But Is It Mine? Toward Property Rights in Personal Inform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Law Review, Vol.37:379, p.420 (2003).

(36) 参见［美］卡尔·夏皮罗、［美］哈尔·R. 范里安：《信息规则：网络经济的策略指导》，孟昭莉、牛露晴译，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３页。

(37) See Andrew Crayden, A Modern-Day Gold-Rush: Applying Property Principles to Data Using Mineral Rights Concepts and 
the Rule of Capture, Louisana Law Review, Vol.81:949, p.988-997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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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之具备 (38)。因为原始数据经规模化处理后已进一步“成长”为具有更高价值的数据集。

前述处理过程凝结了大量劳动价值。在价值判断上，法律完全可以基于政策考量，人为

地拟制稀缺性，以达到保护劳动价值投入者之目的。(39) 当然，基于数据流动的公共利益需

要，法律可比照知识产权中的合理使用制度，于特定场合对公开数据持有权施以限制，以

衡平产权保护与数据流通共享这两大价值。

2. 企业享有持有者利用权

针对会计资产确认要件中“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意涵之一“具备产生经

济利益的潜力”，法律层面的权利配置为数据利用权。一方面，从《数据二十条》关于数

据产权的表述看，所谓“加工使用”“经营”均系对数据的利用行为，基于此可提炼出数

据利用权这一概念。另一方面，从数据产权配置的法律效果看，在数据产权未发生分置

时，持有权与利用权归属于同一主体，持有与利用只是其上位权利的具体权能；而当数据

产权分置实现时，持有权与利用权可为不同主体所享，此种分置方案服务于鼓励数据流

通利用这一目标。(40)

依主体之别，数据利用权可类型化为持有者利用权与非持有者利用权。此种类型化

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契合实务现状。实践中数据利用的形式呈现多元化。除持有者利

用外，尚广泛存在非持有者利用数据现象，(41) 从产权分置、鼓励数据流通角度有必要对其

予以确权。另一方面，为数据资产入表提供准据。持有者利用权，因其本身系数据持有

权的自然延伸，故可同时满足会计资产入表中“控制”与“具有产生经济利益的潜力”

这两项要件，从而具备入表可能，可进入后续入表要件之评判；而非持有者利用权，虽因

不满足“控制”要件而不具备入表可能性，但无碍于在符合特定条件时予以表外披露。

此种区分具有入表层面的技术意义。

在实操层面，可从以下三方面对持有者利用权与非持有者利用权进行界分：第一，

权利产生原因不同。持有者利用权源于作为数据生产者或受让者的持有人身份，系持有

者对其所持有数据自行使用、处分、收益的权利，是数据持有权的自然延伸。而非持有者

利用权并非源于持有者身份；相反，其系持有权人为他方所创设之权利，在范围与强度上

不得逾越持有者利用权。第二，公示不同。持有者利用权可藉由数据持有权准占有之公

示强化保护，而非持有者利用权原则上无公示方式。日本学者指出，在数据持有者许可

他人利用数据场合，以授予利用者访问权限为例，此际存在“管理者权限”与“被管理

者权限”两个概念：前者指对数据所处整个系统进行全面控制的权限，为数据持有者所

享，持有者藉此享有对抗力，而“授权利用者访问”乃持有者利用数据的一种方式；相较

(38) 参见张新宝：《论作为新型财产权的数据财产权》，载《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 4期，第 152页；Wilson R & Stenson J, 
Valuation of Information Assets on the Balance Sheet: The Recognition and Approaches to the Valuation of Intangible Assets, 
Business Information Review, Vol.25:167, p.167-182 (2008).

(39) 参见沈健州：《数据财产的权利架构与规则展开》，载《中国法学》2022 年第 4 期，第 106 页。

(40) 参见宁园：《从数据生产到数据流通：数据财产权益的双层配置方案》，载《法学研究》2023 年第 3 期，第 85 页。

(41) 典型非持有者利用如提供交易磋商服务的数据中介、提供存储管理服务的服务器平台，因其非对相应数据施以控制，

故后续所带来经济利益流入只能确认为收入（而非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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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被管理者权限”仅指数据利用者被持有者个别赋予的、作为被管理者对数据的

有限访问权，此种权限不具备公示性与对抗力。(42) 第三，再类型化进路不同。非持有者利

用权，依利用者取得权利的依据之别，可再类型化为法定非持有者利用权与意定非持有

者利用权：前者通常基于公共政策考量而特设，数据持有者由此负有许可他人利用数据

的法定义务；后者基于意思自治创设，法律原则上不作干预。相较而言，持有者利用权不

存在上述类型化的问题。

综上所述，尽管当前对数据权利为何种具体权属型态尚无定论，但就数据本身具有

财产价值是达成了共识的。在数据确权过程中，必须尊重数据的可复用性、非排他性和

聚合性等特性；除此以外，不可忽视的是数据的成长性，即每一项数据都处在不断的变动

更新之中，数据在不同应用场景的价值不同，数据在不同阶段还表现为不同的客体型态。

数据确权不是确认其为某一项固定的权利，而是以数据全生命周期为主线，确定数据的

基本权利框架与结构。数据价值链形成中的主体可以分为数据来源者、数据生产者、数

据使用者。数据权属的结构也应以该三类主体为基本依归，以数据持有权为核心。数据

资产入表过程中数据的确权就是确认数据在不同场景下其价值的归属者与承载者。

（二）合规审查

《指导意见》强调“依法合规管理数据资产”。数据资产入表中的合规审查就是对

数据资产来源、处理与流通展开合法性评估，以确保数据资产在后续流通中不至于因违

规而影响交易。

1. 数据来源合规

数据来源合规着眼于企业取得数据环节。实践中企业所持有的数据来源呈现多元

化特点，个人数据、公共数据、企业自身及其他企业数据均时常交织重叠。(43) 合规审查相

应地也需要区分数据类型分别展开：

若数据系原始取得，常见情形为企业收集自己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如企业

发电量、供水量等数据）。因此种场合数据源即为企业自身，故来源合规审查一般可以通

过。若数据系继受取得，则分三种情况：第一，前手为个人数据。此种场合用户作为数据

来源者，天然享有个人数据来源者权。企业于经营活动中采集用户数据，取得个人数据

持有权的法理基础是用户行使个人信息自决权。因此，除非个人数据已经匿名化处理等

消除其上人格性关联，来源合规层面须审查知情同意相关事宜；用户依法行使撤回同意

权、删除权等的，企业应予配合，其就个人原始数据所享持有权相应消灭。第二，前手为

公共数据。公共数据归国家所有，依用途可类型化为国有公用类与国有私用类。(44) 对于

国有公用类公共数据，企业通过公共数据开放中的数据采集取得数据持有权。公共数据

开放包括无条件开放与有条件开放两类：对于前者，因政府不就公共数据获取设以限制，

(42) 福岡真之介 = 松村英寿『データの法律と契約』（商事法務，2021 年）16 頁参照。

(43) See Peter K. Yu, Data Producer’s Right and the Protection of Machine-Generated Data, Tulane Law Review, Vol.93:859, 
p.859-930 (2019).

(44) 参见张素华：《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的法律实现》，载《东方法学》2023 年第 2 期，第 82-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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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来源合规层面一般可通过审查；对于后者，应严格比照政府就公共数据开放所设限制

条件（主体、范围、方式、用途等）逐一审查，落实来源合规。对于国有私用类公共数据，

企业通过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取得（原始）数据利用权，但无碍于经由后续加工处理以生

产者身份就数据集或数据产品取得持有权。不过，在来源合规层面，仍须就作为生产资

料的原始数据进行审查，鉴于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模式存在政府采购型与特许经营型两

类，(45) 故须审查相应合同（政府采购合同 / 特许经营合同），以及获取数据的行为是否符

合相关法律（如《政府采购法》）的规定。第三，前手为其他企业数据。此种场合主要

包括外购、被许可使用以及从其他企业公开数据中获取等，不论何者，均产生数据于企业

间流动的问题。来源合规层面，应践行实践中确立的“三重授权原则”，即审查“其他企

业—企业授权”“用户—其他企业授权”“用户—企业授权”。关于“其他企业—企业授

权”需注意两点：其一，在从其他企业公开数据中获取的情形，须审查前手企业是否确有

向不特定第三人公开数据的意思；此种意思既可明示（如明确表示公开并提供数据访问

和获取路径），亦可默示（如将数据上传至任何主体皆可无障碍登录的平台）。其二，若

获取数据系基于数据利用权法定配置，则虽可豁免审查此种授权，但须审查获取行为有

无法律依据。

无论企业通过何种方式持有数据，其来源必须合规，非法获取的数据既不能确权也

无法入表。比如某 A 企业利用撞库的黑客手段，获取了某社交网站大量用户的手机号、

身份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并将之打包后出售给某企业 B。此时，A 企业因获得数

据的手段不合法无法拥有或者控制数据；B 企业购买数据的来源也不正当，也无法完成

个人授权的程序，因此其也不能拥有或者控制数据。

2. 数据利用合规

数据利用合规可从内部处理与外部流通两方面考察。就内部使用而言，企业作为

数据处理者，其从事数据存储、加工等处理行为须合规，不得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

个人隐私，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与他人合法权益。就外部流通而言，鉴于数

据之上可能存在人格利益、公共利益等多元利益诉求，是故应根据不同流通客体进行相

应的不同审查。当流通客体为个人数据时，应依“三重授权原则”展开合规审查。因来

源合规层面已完成“用户—企业授权”审查，故此处审查仅需就“企业—其他企业授

权”“用户—其他企业授权”展开，但需注意两点：其一，用户行使个人信息可携权时，可

豁免“企业—其他企业授权”审查。在用户通过对其他企业授权直接实现数据流通场合，

存在企业竞争利益与用户人格利益间的冲突；(46) 基于个人人格利益优于企业财产利益的

价值考量，应肯认此种场合数据流通可豁免“企业—其他企业授权”的审查。其二，当

数据之上人格关联性消除时，无需进行“用户—其他企业授权”审查程序。例如，当交

(45) 参见马颜昕：《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类型构建与制度展开》，载《中外法学》2023 年第 2 期，第 334 页；吴亮：《政府数

据授权运营的公私协作趋向及其法治完善》，载《东方法学》2023 年第 6 期，第 45 页。

(46) 参见刘辉：《个人数据携带权与企业数据获取“三重授权原则”的冲突与调适》，载《政治与法律》2022 年第 7 期，第

1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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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客体系基于对个人数据处理分析所生之衍生数据产品（如根据用户浏览足迹与购物

记录等生成销售趋势分析数据）时，其已与原始网络用户信息无直接关联。(47) 当流通客

体为公共数据时，对于无条件开放类公共数据，流通合规层面一般可通过审查；对于有条

件开放类公共数据，则应重点审查有无处分类限制条件。当流通客体为企业自行采集数

据时，须审查“企业—其他企业授权”的合规性。

数据合规审查既是数据资产确权的前提与基础，也是数据资产入表必不可少的步骤

与环节，是数据资产入表后进行后续资产交易与融资的保障。

四、数据资产入表中数据质量评估与安全保障

（一）数据质量评估

数据质量评估于资产入表层面的意义在于：其一，与会计核算所设信息质量要求一

脉相承，亦是对其进行价值评估、落实“价值可靠计量”要件之逻辑前提。其二，降低数

据资产流通交易成本。数据资产入表前后均面临数据流通问题；数据流通须先实现数据

格式的共通化，格式口径不一致将致数据传输与提取成本增加，悖于效率。(48) 其三，促进

企业数据治理与决策的优化。低质量的数据可能损害企业数字系统的可用性并阻碍操

作性能，引致有缺陷的决策；(49)严重者甚至会损害组织声誉，增加风险暴露，并造成重大资

本损失 (50)。

《数据二十条》明确要求“加强数据质量评估标准制定”。规范层面，我国《信息技

术数据质量评价指标》提出六大核心指标：规范性、完整性、准确性、一致性、时效性、可

访问性；《信息技术大数据数据资产价值评估（征求意见稿）》（2022 年发布）第 6.2 条、

《数据资产评估指导意见》（2023 年发布）第 16 条延续了前述评价体系。较于域外学理

实践，我国现行数据质量评估规范存在指标类型不完备与主客观维度未区分的缺陷，可

能引致质量评估精度欠缺，一些不具质量要求的数据“浑水摸鱼”通过此环节测试，为

嗣后资产价值评估埋下隐患。笔者认为，从数据资产入表角度而言，我国目前数据质量

标准规范在以下两方面有待完善：

第一，扩充指标类型。与域外相比，我国的数据质量评估所设指标明显较少，可能导

致数据质量评估体系的不周延。建议增加相关性（relevance）与可信度（reliability）指

标。(51) 相关性是指数据对目标决策任务的适用和有用程度，可信度是指数据使用者认为

(47) 参见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 01 民终 7312 号民事判决书。

(48) 前揭注 ㊶，福岡真之介 = 松村英寿书 29 頁参照。

(49) See Srinivason. Raghunathan, Impact of Information Quality and Decision-maker Quality on Decision Quality: A Theoretical 
Model and Simulation Analysis,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Vol.26:275, p.275-286 (1999).

(50) See Stephanie Watts, G. Shankaranarayanan & A. Even, Data Quality Assessment in Context: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Vol.48:202, p.202 (2009).

(51) See Rechard Y. Wang & Diane M. Strong, Beyond Accuracy: What Data Quality Means to Data Consumers,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Vol.12:5, p.7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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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真实或可信的程度；此二项指标是影响数据质量的重要属性，将直接或间接影响从

业者如何利用数据。(52)

第二，区分指标类型的主客观维度。域外有观点指出，数据质量评估宜围绕主客观

两维度，从结构评估与场景评估切入。(53) 申言之，结构评估着眼于质量评价的客观标准

（如准确性），此种标准与数据的固有属性攸关，而与数据利用的具体情境无涉；场景评估

着眼于质量评价的主观标准（如相关性、可信度），此种标准与数据利用过程和所处特定

场域相关，反映了数据质量之于特定主体的个性化满足。(54) 区分主客观维度的原因在于：

一是评判是否达标的进路不同。客观指标是数据质量评价中的刚性、绝对标准，(55) 在评估

其符合程度时不得克减对其圆满性之要求。相较之下，主观指标在数据质量评估中呈现

“语境依赖属性（context-dependent nature）”，即在单一指标上的欠满足并不必然引致质

量评估的“败局”，而需依赖与其他主观指标联动考察，方可得出是否符合之结论。(56) 二

是对数据资产价值贡献不同。在以成本法评估数据资产价值场合，数据质量中客观指标

与主观指标分属不同类型的调整因子，对估值结果影响有别。(57) 比较法上，《德国联邦数

据保护法》第 28b 节“评分”即在某种程度上为数据质量评估提供了法律层面的量化

进路。(58) 略有遗憾的是，其在计算评分赋值时未对主客观标准予以区分，可能导致最终得

出的概率值有失偏颇。

（二）数据安全保障

数据安全，指确保数据处于有效保护与合法利用的状态并具备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

能力。《数据二十条》共有 14 处提及数据安全，内容上遍及“建立实施数据安全管理认

证制度”“健全网络和数据安全保护体系”等多个领域；《指导意见》亦将“坚持确保安

全与合规利用相结合”作为数据资产管理的首要基本原则。文义上，“数据资产入表”

具有瞬时性，但数据资产安全是一种状态。为确保控制下的数据资产持续处于安全状态，

可诉诸以下两项进路：

1. 科以数据处理者数据安全保护义务

科以数据处理者数据安全保护义务是实现其自我规制的方式。根据《数据安全法》

第 27、29 条，数据安全保护义务的基本内容包括：建立健全全流程数据安全管理制度、

组织开展数据安全教育培训、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与其他必要措施、加强风险监测以及

发现风险或发生安全事件时应采取补救措施和处置措施。上述内容中富有争议的问题

一是如何理解“相应的技术措施与其他必要措施”，二是如何界定安全风险或事件发生

(52) See Stephanie Watts, G. Shankaranarayanan & A. Even, supra note 50, 203.
(53) See Batini C., A Methodology for Data Quality Assessment on Financial Data,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Sciences, 

Vol.4:115, p.115-136 (2004).
(54) See Stephanie Watts, G. Shankaranarayanan & A. Even, supra note 50, 202.
(55) 参见胡亚茹、许宪春：《企业数据资产价值的统计测度问题研究》，载《统计研究》2022 年第 9 期，第 16 页。

(56) See Stephanie Watts, G. Shankaranarayanan & A. Even, supra note 50, 202-211.
(57) 参见前注 ⑭，罗玫、李金璞、汤珂文，第 205 页。

(58) 参见翟凯、何士青：《论大数据质量的法律保障：困境、变革与新塑》，载《青海社会科学》2020 年第 2 期，第 1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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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补救措施与处置措施。

“相应的技术措施与其他必要措施”中的“技术措施”于《数据安全法》中未予明

确，体系上可参考《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根据《网络安全法》

第 21 条、《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51 条，技术措施主要涵括两类：一是系统性措施，着眼

于网络安全环境的维护，如防范计算机病毒与网络攻击侵入、监测并记录网络运行状态

与安全事件；二是非系统性措施，着眼于具体数据的安全保护，如数据分类、数据加密与

去标识化、重要数据备份等。“其他必要措施”指涉除技术措施之外的其他对于保护数

据安全必要的措施。比较法上，除技术措施外，数据安全保护措施主要涵括两类措施：一

是物理安全措施，即针对物理上关涉计算机系统的有形物品的安全保护；二是行政安全

措施（或组织措施），包括管理程序、操作程序、问责程序等。(59)“相应的”则意味着所采

措施须与数据所面临安全风险相匹配，某种程度上是比例原则的体现。比较法上，欧盟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第 32 条第 1 款明确指出，数据控制者、处理者应采取适当的、与风

险相适应的技术性与管理性措施；美国学界亦认为，处理者在采取数据安全保障措施之

前，应预先评估数据安全风险，而后据此拟定合理的应对步骤（reasonable steps）。(60)

“补救措施与处置措施”在《数据安全法》中也未予细化展开，体系上亦可参考《网

络安全法》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61) 根据《网络安全法》第 25 条、《个人

信息保护法》第 57 条，补救措施主要指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数据泄露、篡改、丢失时，处

理者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并履行通知义务；处置措施主要指制定并启动应急预案，及

时处置各类安全风险。

2. 发展数据安全监测评估、认证服务

与数据处理者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的自我规制有别，数据安全评估认证属第三方

规制，其价值在于：首先，可对企业基于内部控制所采安全保护措施构成外部监督，有效

制约数据资产入表中的舞弊行为，克服“市场失灵”；其次，作为第三方的外部规制，为数

据资产入表的安全评估提供专业意见，提高社会公众对人工智能系统使用的信任度；(62)最

后，在一定程度上可缓和政府对企业更严苛的监管，防止因政府过多干预掣肘数字科技

创新 (63)。关于数据安全评估认证服务，需讨论以下两方面问题：

一是数据安全认证机构应具备何种资质。对此，笔者认为，数据安全认证机构应具

备独立性与专业性。其中，独立性要求认证机构与作为数据处理者的企业相互独立，且独

立于政府。因为认证是对目标企业数据安全的评估，倘认证机构与目标企业存在利益关

联，那么企业与认证机构串通舞弊的风险将陡增，评估结果的客观公允性难以得到保障；

(59) 参见 Thomas Smedinghoff, An Overview of Data Security Legal Requirements for All Business Sectors, at 3, October 8, 2015,
转引自程啸：《论数据安全保护义务》，载《比较法研究》2023 年第 2 期，第 66 页。

(60) See William McGeveran, The Duty of Data Security, Minnesota Law Review, Vol.103:1135, p.1176 (2019).
(61) 参见前注 ，程啸文，第 67-68 页。

(62) See Shlomit Yanisky-Ravid & Sean K. Hallisey, “Equality and Privacy by Design”: A New Model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ata 
Transparency via Auditing, Certification, and Safe Harbor Regimes, Fordham Urban Law Journal, Vol.46:428, p.486 (2019).

(63) 参见刘权：《数据安全认证：个人信息保护的第三方规制》，载《法学评论》2022 年第 1 期，第 1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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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性质上看，安全认证本质系第三方规制行为，而非行政确认、行政检查等政府行为，

考虑到“放管服”改革的核心目标是减少行政权力对市场的不当干预，认证服务的开展

亦应遵循此种理念，否则将导致“认证异化为审批”，易诱发权力寻租行为。(64) 就专业性

而言，数据安全认证涉及法律与科技专业领域，这对评估主体的专业胜任能力提出较高

要求。目前国家公布的网络关键设备、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安全认证和安全检测任务名录

中的机构，在所涉安全监测与认证领域有着公认的专业胜任能力。面对迫切的安全认证

实践需求，当下可先扩充前述机构的业务范围，初步建立数据安全监测与认证体系。(65)

二是数据安全认证程序如何展开。首先，安全认证的启动宜采“自愿认证与强制认

证相结合”的做法，且以自愿认证为原则，强制认证为例外。在传统认证领域，根据《认

证许可条例》第 18、27 条，我国实行自愿认证与强制认证相结合。而根据《个人信息

保护法》第 38 条、《数据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第 34 条、《工业和信息化领域

数据安全管理办法（试行）》第 30 条，针对数据安全认证，我国总体也采自愿认证，并针

对某些特殊信息处理行为采强制认证。实践中，“强制认证为辅”能够在保障特定领域

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尊重市场主体自治，避免将认证异化为审批，造成行政权力对

市场自治的不当干预。其次，认证实施程序一般应涵括技术验证、现场核查、作出认证决

定与颁发证书四个阶段。(66) 证书取得是数据资产可得入表的前提。最后，就认证后的监

督而言，鉴于数字科技发展一日千里，即便是认证时点符合要求的数字产品，嗣后也可能

因新技术的滥用导致风险发生，故应科以认证机构后续跟踪监督的义务。

数据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科学构建与数据安全保障措施的落地是数据资产得以入

表的制度基础与运行保障。没有安全就谈不上效益，无论是数据要素型企业，还是数据

赋能实体产业，没有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都谈不上数据经济效益。因此，数据资产入表

的功能发挥必须以数据安全保障为依托。

五、数据资产入表中经济利益流入分析

（一）经济利益流入路径

1. 拟作为无形资产入表的数据资产

根据《暂行规定》第二部分第 1—3 点，作为无形资产入表的数据资产主要包括以

下两类：第一，自用型。企业基于数据处理、使用来优化自身管理决策，以提升营利能力。

例如互联网购物平台利用所采集数据勾勒用户画像并实施精准营销，又如互联网出行平

台深度分析活跃用户数据后借助物联网优化匹配服务。此类场合经济利益流入路径为

数据处理分析对企业利润的边际贡献。(67) 第二，许可他人使用型。基于许可方式可再类

(64) 参见前注 ，刘权文，第 122 页。

(65) 参见前注 ⑬，刘冰文，第 61 页。

(66) 参见前注 ，刘权文，第 125 页。

(67) 参见前注 ⑭，罗玫、李金璞、汤珂文，第 2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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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化为独占许可、排他许可和普通许可。其中，独占许可的被许可方是唯一使用权人，许

可方与任何第三方均不得使用数据资产，故经济利益流入企业的路径是许可方向被许可

方收取许可费；排他许可中，许可方仅负有不得再向其他第三方许可使用的义务，但其自

身仍可使用该项数据资产，故经济利益流入企业的路径是“自己用益 + 收取许可费（限

于既存使用许可）”；而普通许可的许可方不负有不得再向其他第三方许可使用的义务，

且其自身仍可使用该项数据资产，故经济利益流入企业的路径是“自己用益 + 收取许可

费（不限于既存使用许可）”。

2. 拟作为存货入表的数据资产

根据《暂行规定》第二部分第 4 点，作为存货入表的数据资产指企业日常活动中持

有、最终目的用于出售的数据资源。值得注意的是，实践中常出现“将同一数据源不断

产生的数据打包出售给不同需求主体”情形，其行为表征虽为“出售”，但应确认为无形

资产，而非存货。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以下简称《存货会计准则》）

第 14 条第 4 款，存货出售时应将其账面价值结转当期损益（营业成本），存货资产出表。

而“将数据打包出售给不同需求主体”并未导致企业丧失对存货资产的控制，此种情形

的实质为普通许可使用，(68) 并且企业持有数据通常超过一个会计年度（只要不删除且存

储得当，理论上数据可无限存续），已然与存货的流动资产定位相悖。从《暂行规定》制

定沿革看，其征求意见稿曾以内部使用 / 对外交易作为界分无形资产与存货的标准，(69) 后

此种界定被删除，核心原因在于“企业利用所持有数据资源为客户提供服务（如许可使

用）”是对外交易常见应用场景，但此种情形不符合《存货会计准则》关于存货的定义。

故此，《暂行规定》对作为存货确认的数据资产采取了较为限缩的界定，严格上讲唯有

买断式数据出售 (70) 方可纳入其规范射程。在域外层面，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于

2019 年就加密货币会计处理拟定动议时亦指出，除因用于出售而适用《国际会计准则第

2 号——存货》外，其余情形适用《国际会计准则第 38 号——无形资产》处理。(71)

（二）经济利益流入可行性判断

有观点认为，为防止漏记数据资产，应弱化资产要件中“很可能”的概率判断，原则

上只要数据资源未完全丧失价值，即表明其可带来经济利益流入。(72) 但笔者认为，此种观

点不符合现行准则关于资产之定义，不应采纳。在明确经济利益流入路径后，企业应按

图索骥，通过建立内部数据资产价值评价体系对数据资源投入产出效益进行评价，具体

应结合以下因素展开：

(68) 参见黄世忠、叶丰滢、陈朝琳：《数据资产的确认、计量和报告——基于商业模式视角》，载《财会月刊》2023 年第 8 期，

第 5 页。

(69) 参见《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财会〔2023〕11 号）第二部分。

(70) 买断式数据出售是数据流通的基本形式之一，指企业出售数据后不可逆地删除原数据储存。参见前注 ㊴，沈健州文，

第 108 页。

(71) 参见前注 ⑭，张俊瑞、危雁麟文，第 4 页。

(72) 参见赵星、李向前：《数据资产“入表”的准则考量与推进思路》，载《财会月刊》2024 年第 3 期，第 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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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用场景。数据具有独特性与场景依附性，数据价值与所应用场景高度关联。(73)

同一数据对不同企业、对同一企业不同业务所生价值可能迥异。(74)

（2）生命周期。在数据系企业内部生成的情形中，数据历经获取、确认、预处理、分

析、挖掘、应用等阶段，但相关支出直至分析环节始具资本化进而被确认为资产之可能。(75)

以 AI 类数据为例，其生命周期遍及“创意构思（Idea Conception）”至“系统弃用（System 
Decommission）”共计十环节，(76) 一般认为至少需进行至第七环节“系统部署（System 
Deployment）”才具备经济利益流入的可能。(77)

（3）规模经济。从会计信息质量角度看，重要性原则要求会计核算须反映当期重要

事项，所涉金额大小是评判事项重要程度的主要衡量因素。(78) 就此而言，由于数据利用须

建立在对足够多数据予以收集、整理的基础之上，唯有运用技术对其清洗处理方能发掘

出其中价值并加以管理，而原始数据多呈单一、零散状，通常鲜有价值，因此原始数据通

常不能入表。(79) 与原始数据相对应，数据集在财务信息会计核算层面则具有重要性。一

般认为，数据集较于原始数据的差异在于成本投入与规模数量两方面：“成本投入”意味

着数据价值实现了实质性增值，(80) 而规模层面则要求数据须达致“实质规模数量”。比较

法上，《日本不正当竞争防止法》第 2 条第 7 款在定义“限定提供数据”时，其要件之

一即为“累积相当数量”；通说认为，“相当数量或规模”应基于通常社会观念，结合数

据性质、规模效应、利用可能性等因素综合研判。(81)

（4）范围经济。与数据规模经济相区分，数据利用中提高经济效率的另一路经是数

据聚合场域下的范围经济（economics of scope）。申言之，当两个数据集互补时，与将其

分别保存于单独的数据筒仓相比，将其合并可提取更多的信息洞见与经济价值。(82) 譬如，

当平台能够同时采集用户网页浏览、金融交易、出行轨迹、社媒言论等多领域数据集时，

其所作定向营销在点击率和收入方面将变得更有效率；尽管此种营销策略或可基于单一

数据集分析得出，但合并后的数据集将更深入地了解用户偏好，会产生“1+1 ﹥ 2”的成

效，经济利益流入企业的可能性也更高。(83)

此外，企业可基于历史经济收益数据，通过特征工程、模型训练等从技术上构建出适

(73) See Jian Pei, A Survey on Data Pricing: From Economics to Data Science, IEEE Transactions on Knowledge and Data 
Engineering, Vol.34:4586, p.4602 (2021).

(74) 参见前注 ⑱，徐攀、李杰义文，第 61 页；前注 ，赵星、李向前文，第 57 页。

(75) 参见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数据资产化：数据资产确认与会计计量研究报告（2020 年）》，第 27 页。

(76) See ISO & IEC, Information Technology-Artificial Intelligence-Data Life Cycle Framework, ISO/IEC 8183:2023.
(77) 参见程小可：《数据资产入表问题探讨：基于国际财务报告概念框架的分析》，载《科学决策》2023年第11期，第70页。

(78) 参见前注 ⑳，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组织编写书，第 12 页。

(79) See John Cheney-Lippold, We Are Data: Algorithms and the Making of Our Digital Selves,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7, 
p.119.

(80) 参见冯晓青：《大数据时代企业数据的财产权保护与制度构建》，载《当代法学》2022 年第 6 期，第 116 页。

(81) 茶園成樹『不正競争防止法』（有斐閣，2019 年）95 頁；岡本直也『Q&A 競業避止、営業秘密侵害等の不正競争に

関する実務』（日本加除出版，2021 年）250 頁参照。

(82) See Bertin Martens et al, supra note 30, 12.
(83) See Bertin Martens et al, supra note 3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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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上述权衡因素的经济利益流入分析模型。同时应认识到，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据资

产经济利益流入企业的可能性会增加，因此，要对这一入表必备条件保持开放、包容态度。

六、数据资产入表中的列报与披露

列报与披露是数据资产入表的“临门一脚”，主要解决表内科目选择、计量以及表外

信息披露问题。关于表内事项处理，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暂沿用既有准则规定，根据资

产经济利益实现方式分别确认为无形资产或存货，《暂行规定》即采此做法；二是单独

制定数据资产会计准则，但资产确认、计量等技术内容仍沿袭既有无形资产及存货准则

规定；(84) 三是单独设置数据资产科目并制定相应准则，内容上根据数据特质作全新规定，

如计量属性采公允价值（条件成熟时）(85)。笔者认为，首先，观点二值得商榷。如无必要，

勿增实体，倘认为既有准则内容足以应对，便无需另行制定新准则并设类似内容。其次，

观点一项下沿用无形资产及存货准则，意味着其计量属性采历史成本，这与数据成长性

不甚匹配；数据成长性虽与观点三项下公允价值计量暗合，但囿于我国数据交易市场尚

欠活跃，可比价格欠缺，贸然推进恐阻碍数据资产入表进程。质言之，观点一、三无根本

冲突：前者是切合当下的务实做法，后者是展望未来的理想方案。从鼓励入表角度，可以

观点一（即《暂行规定》的内容）为主要因循，并就某些问题（主要是后续计量）基于

观点三作拓展延伸，对后续计量方法等进行完善。

（一）初始计量

在《暂行规定》框架下，数据资产仅可作为无形资产或存货入表，而既有准则下此

两项资产的初始计量均采成本法。故在数据资产入表问题上，初始计量主要涉及成本的

归集与分摊问题。

成本的归集应区分数据资产取得方式作不同处理。对于内部形成的数据资产，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6 号——无形资产》（以下简称《无形资产会计准则》）第 7—9 条，应

区分研究阶段与开发阶段：研究阶段支出费用化计入当期损益，开发阶段符合资本化条

件的支出应予资本化并确认为资产。以营销类数据产品为例，根据上海数据交易所 2023
年发布的《数据资产入表及估值实践与操作指南》，企业于研究阶段从事市场需求分析

的支出应费用化；在开发阶段，企业从事数据采集、数据调度、数据清洗、数仓建模、数据

标签化、统计分析与机器学习建模等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支出可归集并确认为资产。对于

外部取得的数据资产，初始确认成本应包括购买价款、相关税费以及使该资产达到预定

用途的其他支出。

成本的分摊应坚持配比原则。其中最值得讨论的是如何测算作为经济活动副产品

(84) 参见前注 ⑬，刘冰文，第 62 页。

(85) 参见前注 ⑭，罗玫、李金璞、汤珂文，第 202、206 页；曾家瑜、赵治纲：《数据资产会计标准研究的进展与展望》，载《中

国注册会计师》2023 年第 12 期，第 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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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资产（如基于机器算法自动、同步生成极具经济价值的数据集）的成本。笔者认

为，此类数据资产成本由原始数据采集成本与后续处理成本两部分构成。其中，后续处

理成本（人工费、机器折旧、算法无形资产摊销等）可根据配比原则分摊，难点在于对作

为经济活动副产品数据采集成本的计量。针对此问题，域外新近文献提出了“数据折扣

理论”。申言之，企业为持续采集用户数据，需通过“让利”方式吸引用户使用数据产品，

如就平台所售商品打折促销招徕顾客，又如允许用户免费使用 App。前者系以少赚商品

利润为对价换取用户数据；后者形式上免费，实质系以提供 App 服务为对价。此种让利

代价谓为数据折扣，可据此测算作为经济活动副产品数据的采集成本。(86) 从劳动赋权理

论看，在数字时代，用户兼具消费者与生产者双重身份，其于网络消费的同时基于数字劳

动（或谓“玩劳动”）为企业生产数据；(87) 而数据折扣正是企业就用户此种劳动的付费。

（二）后续计量

1. 确认为无形资产的数据资产

根据《暂行规定》第二部分第 2 点规定，作为无形资产确认的数据资产，其后续计

量须按照《无形资产会计准则》处理，主要为摊销与减值测试。

根据《无形资产会计准则》第 16—19 条，摊销主要涉及两个层次问题：是否摊销，

以及如何摊销。若无形资产使用寿命不确定就不应摊销，反之则须摊销，关键在于判断

数据的使用寿命是否确定。数据具有时效性与价值易变性，数据价值也可能随着时间流

逝而衰减，如客户变更地址后旧地址往往不再重要，又如销售数据可能仅对未来几年的

经营预测具有价值，此种特质取决于数据对时效的敏感程度。(88) 因此，应将摊销范围限于

时效敏感性强且价值随着时间流逝而贬损的数据资产。而解决如何摊销问题的关键在

于摊销方法选择。对此，学界存在均匀摊销说 (89) 与加速摊销说 (90) 两种观点。上海数据交

易所的新近实务调研报告认为，摊销方法应根据特定数据资产经济利益的预期消耗方式

确定，须结合不同业务特点与市场情况考察，并一致地运用于不同会计期间。(91)

就减值测试而言，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以下简称《资产减

值会计准则》）第 5、6 条，当数据资产存在减值迹象时，企业应对其进行减值测试，并估

计可收回金额。可收回金额为“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与“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

中较高者。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系运用收益法估值，对此应结合数据类型、用途等综

合研判，如对用户数据集的评估可以用户粘性作为未来收入流的主要评价依据。(92) 而公

(86) See Laura Veldkamp, Valuing Data as an Asset, Review of Finance, Vol.27:1545, p.1545-1562 (2023).
(87) 参见孙莹：《企业数据确权与授权机制研究》，载《比较法研究》2023 年第 3 期，第 60-61 页。

(88) See Moody D. L. & Walsh P., Measuring the Value Of Information-An Asset Valuation Approach, Proceedings of the Seventh 
European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ystems, Copenhagen, 1999.

(89) 参见唐莉、李省思：《关于数据资产会计核算的研究》，载《中国注册会计师》2017 年第 2 期，第 89 页。

(90) 参见吴果莲、苑秀娥：《基于应用场景的数据资产会计核算研究》，载《中国注册会计师》2023 年第 6 期，第 95 页。

(91) 参见上海数据交易所：《数据资产入表及估值实践与操作指南》（2023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第 21 页。

(92) See Kean Birch, DT Cochrane & Callum Ward, Data as Asset? The Measurement, Governance, and Valuation of Digital 
Personal Data by Big Tech., Big Data & Society, Vol.8:1, p.12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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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价值的测算涉及市场法，此种方法应用以存在活跃交易市场为前提；由于数据的独特

性加之数据市场发展刚刚起步，目前市场流动性与活跃度相对有限，市场的价格发现功

能尚不显著。对此，有学者尝试提出替代方案，即以成本法与收益法的计算结果作为区

间两端，在此范围内借助博弈模型发现数据要素均衡价格。(93) 笔者对此表示赞成。一方

面，信息不对称叠加活跃市场阙如会致使数据资产的单方定价诱发不公平结果，双方博

弈机制的引入有助于消除上述弊端。另一方面，博弈模型暗合市场法内在机理，其最终

产物是基于双方讨价还价所得之均衡价格，有望与市场法（假定能够应用）下计算结

果趋近。

2. 确认为存货的数据资产

根据《存货会计准则》第 15 条，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可变现净值

指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

的金额。

此处值得反思的是，因数据具有成长性，数据资产嗣后可能出现价值增值情况，《暂

行规定》在因循既有准则进路下对此捉襟见肘：就无形资产型数据资产而言，根据《资

产减值会计准则》第 17 条，已确认减值损失无法转回，而依会计学理，已计提摊销原则

上不得冲回，如此，账面记载无法准确反映数据资产真实价值；就存货型数据资产而言，

尽管根据《存货会计准则》第 19 条，已确认存货减值损失（存货跌价准备）可以转回，

但账面价值回复仅以已计提减值为限，账面与实际背离的可能性仍然存在。针对这一问

题，有学者指出“可于报表附注中披露数据资产增值情况及原因”(94)；新近实务研究亦就

无形资产型数据资产提出“表内不调整 + 表外披露”的建设性替代方案 (95)。笔者认为，上

述研讨均为既有准则适用框架下的权宜之计，从长远角度看，应于未来条件成熟时就数

据资产单独制定会计准则，并统一以公允价值为计量属性，则该问题即可迎刃而解。

首先，《暂行规定》框架下数据资产采成本法计量并非理想方案。《IASB 概念框架：

结论基础》第 BC6.34 条明确指出，计量基础选择需考虑的核心因素是“相关性”与“如

实反映”。成本法下，折旧或摊销仅反馈非流动资产于其使用寿命内逐步结转费用的过

程，无法衡量资产市场价值的下降情况，(96) 遑论数据资产基于成长性可能出现的增值情

形。《暂行规定》尝试沿用既有路径解决新型资产入表问题，但此“旧瓶装新酒”之举

未免削足适履，难谓理想。(97)

其次，《暂行规定》框架下数据资产减值测试中可收回金额的比较基准之一是未来

现金流量现值，适用收益法，但将此种估值方法应用于数据领域恐亦存障碍：数据的价值

(93) 模型构建原理与应用案例分析，可参见赵丽、李杰：《大数据资产定价研究——基于讨价还价模型的分析》，载《价格理

论与实践》2020 年第 8 期，第 125-127 页。

(94) 前注 ，曾家瑜、赵治纲文，第 73 页。

(95) 参见深圳数据交易所等：《数据资源入表白皮书》（2023 年 12 月 8 日发布），第 96 页。

(96) 参见［美］卡尔·S·沃伦、［美］詹姆斯·M·里夫、［美］乔纳森·E·杜哈奇：《会计学：财务会计分册》（原书

第 25 版），陈宋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07 页。

(97) 类似见解，参见前注 ，赵星、李向前文，第 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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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变性意味着其未来收益难以精确计量，且未来现金流量的预测、折现率的选取之主观

性较强，最终计算结果对报表使用者而言可能存疑。(98)

最后，公允价值计量与数据特质最为匹配。此方案下，数据资产价值的频繁波动可

通过公平交易市场敏锐捕捉，不论增值或减值。事实上，《暂行规定》适用下，数据资产

后续计量已在某种程度上融入公允价值考量因素（如可收回金额、可变现净值），但困于

会计谨慎性原则及“适用既有准则”的刚性规定，账面调增遇阻。新近研究已注意到这

一问题，提出通过修订既有准则（如《无形资产会计准则》）统一改采公允价值计量，以

适应数据资产特质。(99) 但此种做法未免迂回，且会不当殃及传统无形资产，(100) 得不偿失。

最理想的方案是“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针对数据资产单独制定会计准则。

当然，此种构想实施的前提是我国已形成活跃的数据交易市场。

（三）披露

根据《暂行规定》第三部分第二节，企业须于报表附注部分就数据资源会计信息予

以披露。就强制披露而言，针对无形资产型数据资产须披露使用寿命判断依据与摊销方

法，会计政策、会计估计或差错更正对摊销影响等八类事项；针对存货型数据资产须披露

发出存货成本确定方法、可变现净值确定依据、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方法及当期计提与转

回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等五类事项。就自愿披露而言，可披露数据资源应用情况、企业

对数据资源的加工维护和安全保护情况等八类事项。

笔者认为，《暂行规定》采“强制披露 + 自愿披露”模式较为合理，可作如下完善：

一是，应增设“数据资产价值增值情况”作为强制披露事项。诚如前述，在《暂行规定》

采历史成本计量下，数据资产账面价值的峰值为入账时点，其基于成长性所生增值无法

于表内反馈；如此，倘再不予表外披露，必将误导报表使用者。二是，应明确以“对报表

使用者决策有用”作为自愿披露事项选取原则。参考《IASB 概念框架》第 7.1—7.6 条，

可从以下三方面展开：第一，相关性。披露信息应紧扣会计核算六要素（资产、负债、权

益、收入、费用、利润），其余无关信息不在披露之列；第二，可比性。信息的可比性既体现

于同一报告主体的不同期间，亦体现于不同报告主体的同一期间；第三，可理解性。应扼

要、有针对性地披露针对特定主体的个性化信息，避免信息披露模板化、重复化。

七、结 语

“数据资产入表”在显化数据资源价值、促进数据流通利用、培育数据产业生态等方

面具有重要意义。然自《暂行规定》施行以来，实务中“数据资产入表”却进展不畅，

究其原因在于相关法律困境未被有效破除。本文从数据资产入表的具体步骤入手，逐一

(98) See Moody D. L. & Walsh P., supra note 88, 496-512.
(99) 参见前注 ⑭，张俊瑞、危雁麟文，第 9 页。

(100) 传统无形资产，因缺乏可比市场价格，本就应采现行准则下的成本法；为迁就数据资产而一律改为公允价值计量，实为

缘木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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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各环节的法律实现问题：就数据确权与合规审查而言，法律层面应配置数据持有权

和利用权，并就数据来源、数据处理、数据流通环节进行合规审查。就数据质量评估与安

全保障而言，一方面，应扩充质量评估指标类型并区分主客观维度；另一方面，应明确数

据处理者数据安全保护义务，并发展数据安全监测评估、认证服务。就经济利益流入分

析而言，应因循无形资产或存货经济利益流入路径，结合数据应用场景、生命周期、规模

经济、范围经济等因素综合研判。就列报而言，在现有规范下，可依《暂行规定》藉由“无

形资产或存货”列报并采历史成本计量；待条件成熟时单独制定数据资产会计准则并统

一采公允价值计量。就披露而言，应采取强制披露与自愿披露相结合的模式，对数据资

产价值增值事项应实行强制披露，对自愿披露事项应以“对报表使用者决策有用”为选

取原则。

Abstract: ‘The inclusion of data assets in statements’ is a cross-issue between law and 
accounting. At present, the inclusion of data assets in statements is faced with legal dilemmas, 
such as the lack of data right confirmation norms, incomplete measurement norms for data 
quality assessment, and uncertain inflow of economic benefits from data assets. However, 
these problems can only be solved one by one through the allocation of legal rules in the 
process of the inclusion of data assets in statements. In terms of data right confirmation 
and compliance review, the compliance review should be conducted on data source, data 
processing, and data circulation with the data property right system in the Opinions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on Building a Basic Data System to Better Play 
the Role of Data Elements as the adherence, and with the data holdership right as the center to 
allocate rights. In terms of data quality assessment and security guarantee, we should expand 
the types of quality assessment indicators and distinguish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dimensions. 
Meanwhile, the data security protection obligations of data processors should be clarified, 
and data security monitoring, evaluation and certification services should be developed. As 
for the analysis of economic benefit inflow, it should be comprehensively judged based on 
the inflow path of intangible assets or inventories, combined with factors such as application 
scenarios, life cycles, economies of scale, and economies of scope. As far as presentation is 
concerned, it is a practical practice to use ‘intangible assets or inventories’ and take historical 
cost measurem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al Provisions; The ideal scheme is to 
develop accounting standards for data assets separately and adopt fair value measurement. In 
terms of disclosure, a combination of mandatory disclosure and voluntary disclosure should 
be adop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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